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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   通过对浙江长兴煤山二叠-三叠系界线全球层型剖面附近钻孔岩芯的研究, 识

别出遗迹化石 Chondrites, Palaeophycus, Planolites, Rhizocorallium, Skolithos, Thalass- 

inoides 共 6 属, 遗迹化石的丰度、扰动指数及扰动深度等遗迹学指标在二叠-三叠系界线

上下呈现两幕式剧烈变化: 第一幕发生在 25~27b, 在此区间, 生态习性相对复杂的

Chondrites, Skolithos, Rhizocorallium 和 Thalassinoides 遗迹化石从此逐步消失, 扰动指数

从 1~5 级降低至 1~3 级, 扰动深度从 5~66 cm 降低至 2~5 cm; 第二幕发生在 32 层与 33

层之间, Palaeophycus和Planolites遗迹消失, 33层至 41层下部未见任何遗迹和扰动现象, 

41 层中上部遗迹再次出现, 但仅见简单细小的 Planolites, 扰动指数再未超过 3 级, 扰动

深度小于 4 mm. 第一幕变化较为剧烈, 对应于二叠纪末生物灭绝主幕; 第二幕相对较

弱, 对应于造迹生物在早三叠世初的灭绝尾幕; 随后出现的遗迹以生态习性和结构简单

的表生潜穴占绝对优势, 这表明经历了二叠纪末大灭绝沉重打击后, 早三叠世初残存期

的底栖生态系由表生固着向表生游移转折. 也就是说, 二叠-三叠纪之交遗迹化石的演变

与实体化石的演变有着相似的幕式变化过程与趋势. 另外, 二叠-三叠纪之交遗迹组构的

变化与碳同位素负偏、蓝细菌泛滥之间也存在良好的对应关系. 作为物理过程与生物过

程相互作用的产物, 遗迹化石在研究二叠-三叠纪之交的生物和环境事件及其耦合关系

和演变规律方面, 提供了独特的材料, 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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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长兴煤山二叠-三叠系剖面作为我国华南海

相沉积的代表性剖面之一, 是世界上唯一拥有两个

“金钉子”的地点, 即国际地科联于 2001 年 3 月最终

确认的二叠系与三叠系界线全球层型剖面和点

(GSSP)[1]及 2005 年 9 月确认的长兴阶底界的GSSP[2]. 

该剖面在古生物学、地层学、沉积学、古地磁学、同

位素地质学、分子生物学及二叠纪末生物灭绝事件证

据和机制的研究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地质资料, 获

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[1,3~17], 但该层型剖面遗迹学的

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.  

引用格式: Zhao X M, Tong J N. Two episodic changes of trace fossils through the Permian-Triassic transition in the Meishan cores, Zhejiang Province. Sci Chin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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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1年, 笔者所在的团队在距煤山GSSP剖面不

足 500 m 的范围内(图 1), 布设钻孔 8 个, 控制包括二

叠-三叠系界线在内的上二叠统-下三叠统地层. 本文

选择岩芯采取率较高、具代表性的 1 号钻孔(ZK-1)

和 8 号钻孔(ZK-8)进行详细的遗迹学研究, 在鉴别遗

迹类别和统计扰动程度、垂向扰动深度的纵向变化基

础上, 利用遗迹化石为物理过程与生物过程相互作

用的产物这一特有属性, 建立二叠纪末灭绝事件前

后遗迹化石演变与底栖生物演变间的对应关系, 探

讨生物事件和环境事件及其耦合关系.  

1  岩芯岩性及遗迹化石特征 

1.1  1 号钻孔(ZK-1) 

ZK-1 岩芯长 25.2 m, 控制地层厚 17.2 m, 相当

于煤山D剖面的 24~62 层(本文分层同Zhang等[18]的划

分方案). 对应于岩石地层单位的长兴组顶部、殷坑

组、和龙山组下部, 主体岩性为灰-灰绿色薄中层状钙

质泥岩、炭质泥岩、泥灰岩, 灰色薄中层状微晶灰岩、

薄层状泥晶灰岩, 为宽缓斜坡-盆地相沉积[19,20]. 从

岩性的垂向分布来看, 下部以灰黑色-灰绿色泥岩、炭

质泥岩、钙质泥岩占优势, 体现出慢速沉积特征; 向

上灰岩层增多增厚, 泥岩迅速减少, 沉积速率加快, 

体现出海退过程中的进积型充填序列特征[19].  

该钻孔岩芯中能观察到的遗迹化石丰度、分异度

均较低, 仅鉴定出遗迹化石 3 属: Thalassinoides, 

Planolites 和 Palaeophycus. 分布于 27, 30, 31, 41~43, 

45, 51~56, 59~61 层中, 多顺层孤立出现, 原始层理 

 

 

图 1  煤山钻孔剖面地理位置图 

可见. 另据曹长群等[13]资料, 在煤山剖面 26 层中产

Chondrites, Planolites及Zoophycos.  

Palaeophycus为平行或低角度斜交层面的柱状

潜穴, 光滑不分枝, 具薄的衬壁, 断面上呈椭圆-圆形, 

直径 0.8~2 mm, 潜穴充填物与寄主地层相同(图 2(a), 

(b)), 被认为是由捕食性生物或滤食性生物形成的开

放式居住潜穴[21]或食沉积物生物形成的潜穴[22]. 

Planolites为平行或低角度斜交层面的柱状或亚

柱状潜穴, 光滑不分枝, 断面上呈圆-椭圆形, 直径

0.5~2 mm, 潜穴充填物与寄主地层差异明显(图 2(d)), 

被认为系食沉积物软体或蠕虫状动物的觅食构    

造[21~24].  

Thalassinoides仅见于 27b层, 为三度空间分枝的

潜穴系统, 垂直潜管不清楚, 横切面上呈不规则分布

的圆形或扁圆形, 直径 1.2~5.5 mm, 潜穴充填物与寄

主地层不同(图 2(c)), 被认为系固结但非石化的底层

上形成的居住兼觅食潜穴[22,25,26].  

Rhizocorallium与 Thalassinoides同时见于 27b, 

为顺层分布的“U”型潜穴, 两翼管基本上近于平行, 

断面上呈对称出现 , 蹼状构造不清楚 , 潜穴直径

1.2~3 mm, 潜穴充填物与寄主地层不同(图 2(c)), 曹

长群等[13]称之为Glossifungites遗迹, 被认为系食沉积

物动物的觅食构造[22].  

根据Droser和Bottjer[27]及Taylor和Goldring[28]的

划分方法, 对其扰动程度进行了统计, 扰动指数 1~3, 

以 1 和 2 为主, 总体扰动程度较低. 遗迹以水平潜穴

占绝对优势 , 垂向扰动能力低 , 扰动深度小于 4 

mm(图 3).  

1.2  8 号钻孔(ZK-8) 

ZK-8 岩芯长 15.88 m, 控制地层厚 11.23 m, 相

当于煤山D剖面的 16~30 层(本文分层同Zhang等[18]的

划分方案). 主要岩性为灰-深灰色中厚层状含硅质条

带生屑灰岩、含生物屑砂屑微晶灰岩、亮晶生物屑砂

屑灰岩及硅泥质微晶灰岩, 为碳酸盐台地沉积[19].  

岩芯中观察到的遗迹化石丰度、分异度较高, 可

鉴定出的遗迹属主要有 : Chondrites, Palaeophycus, 

Planolites, Skolithos 和 Thalassinoides 等(图 4). 

Chondrites 为平行层面或倾斜的树枝状潜穴系

统, 见 1~2 级分支, 分枝角度 30°左右, 潜穴直径

0.5~2.5 mm, 在同一潜穴系统中, 各分枝不相互穿越, 

分枝角度和分枝潜穴直径基本不变. 潜穴充填为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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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 钻孔 ZK-1 岩芯中遗迹化石宏观特征 
Pa, Palaeophycus; Pl, Planolites; Rh, Rhizocorallium; Th, Thalassinoides. (a) 第 30 层钙质泥岩中 Palaeophycus; (b) 第 52 层含炭钙质泥岩中

Palaeophycus; (c) 第 27b 层泥灰岩中 Rhizocorallium 与 Thalassinoides; (d) 第 52 层泥灰岩中 Planolites 

动充填, 充填物成分、颜色和结构等方面与寄主层不

同(图 4(b), (d), (f), (g)). Chondrites通常被认为是蠕虫

状动物的食泥潜穴[22,29,30].  

Planolites 为平行或低角度斜交层面的柱状或亚

柱状潜穴, 无衬里, 光滑不分枝, 潜穴断面呈椭圆-圆

形, 直径 0.5~3 mm, 潜穴充填物与寄主地层差异明

显(图 4(b), (f)). Planolites 与 Chondrites 的分枝潜穴在

岩芯断面上的特征较为相近 , 但从组合特征来看 , 

Planolite 以平行层面的点线状、断续短柱状及层状为

主, 而 Chondrites 以分枝状和簇状点形式出现.  

Palaeophycus 为柱状或亚柱状潜穴, 平行或斜交

层面, 光滑不分枝, 具薄的衬壁, 潜穴充填物与寄主

地层相同, 断面呈圆形-短柱状, 潜穴直径 0.8~5 mm. 

与 ZK-1 中的 Palaeophycus 相比有两点差别: 一是与

层面的交角变化较大; 二是潜穴直径较粗(图 4(a)).  

Thalassinoides为斜交或垂直层面的弯曲的柱状

分枝潜穴系统, 断面上呈不规则的短柱状或Y形分枝, 

分枝处潜穴直径明显膨胀变粗, 潜穴直径 3~8 mm, 

潜穴充填物具有与寄主地层不同的岩性、颜色和结构

(图 4(a)~(c)). Thalassinoides通常被认为是甲壳纲的居

住兼觅食潜穴系统[22,25,26].  

Skolithos 为垂直层面的柱状潜穴, 不分枝, 具不

明显的蹼状构造, 潜穴直径 2~4 mm, 长 15~66 mm, 

潜穴充填物与围岩不同(图 4(e)), 可能为造迹生物的

居住兼觅食潜穴.  

根据Droser和Bottjer[27]及Taylor和Goldring[28]划

分方案, 扰动指数 1~5, 以 3和 4为主, 总体扰动程度

较高. 遗迹表现为平行层面、斜交层面或垂直层面等

多种钻进方式, 垂向扰动能力较强, 扰动深度 5~66 

mm(图 3).  

2  P/T 界线上下主要遗迹学指标的变化 

2.1  遗迹化石分异度的变化 

ZK-1 和ZK-8 两钻孔识别出的遗迹化石共 6 属, 

包括觅食迹、牧食迹和居住迹, 属Cruziana遗迹相[31]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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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 钻孔 ZK-1 和 ZK-8 遗迹学特征垂向分布图 

虚线示遗迹学指标两次突变界线, 注意遗迹化石分异度突变界线发生于 27b, 稍高于扰动指数与垂向扰动深度的突变界线 24 层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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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 钻孔 ZK-8 岩芯中遗迹化石宏观特征 
Ch, Chondrites; Sk, Skolithos. (a) 第 20 层下部泥灰岩中 Palaeophycus 和 Thalassinoides; (b) 第 19 层上部泥晶灰岩中 Thalassinoides, 

Planolites 和 Chondrites; (c) 第 20 层中部泥灰岩中 Thalassinoides; (d) 第 19 层下部泥晶灰岩中 Chondrites; (e) 第 19 层中部泥质条带泥晶

灰岩中 Skolithos; (f) 第 18 层泥晶灰岩中 Planolites 和 Chondrites; (g) 第 19 层中部泥晶灰岩中 Chondrites 

其中Thalassinoides消失于 27b; Skolithos最后出现于

24 层顶部; Chondrites在岩芯中最高层位为 24 层顶, 

但据曹长群等[13]资料, 第 26 层中仍产Chondrites, 因

而其应消失于 26 层 ; Rhizocorallium仅见于 27b; 

Palaeophycus现于 17~32 层众多层位, 于 32 层底部出

现后即告消失; 唯有Planolites自下而上断断续续贯

穿于除 33~40 层之外的各个层位(图 3). 总体看来, 

27b层之前(特别是 24 层之前), 遗迹化石分异度相对

较高, 表明造迹生物生态习性复杂多样; 二叠-三叠

系界线之上 (27c~32 层 )遗迹化石分异度较低 ; 而

33~41 层下部未见遗迹化石; 41 层中部~61 层遗迹化

石分异度极低, 反映出造迹生物类型单调.  

值得注意的是, 一般认为古生代Chondrites遗迹

组构可发育于充氧一缺氧的多种古氧相环境[32], 而

类似本文所描述的直径细小、低丰度、低分异度、寄

主层颜色深的Chondrites则指示一种贫氧环境 [32~36]. 

Rhizocorallium和Thalassinoides在 27b层的出现可能

指示了一种固底构造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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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 遗迹化石丰度的变化  

本文采用扰动指数来半定量地指示遗迹化石的

丰度, 从统计结果看, 扰动指数在垂向上的变化大致

可分为四段: 16~24 层扰动指数 1~5, 以 3 和 4 为主, 

虽有波动, 但总体扰动程度较高; 27~32 层, 扰动程

度急剧下降, 但扰动现象并未完全消失, 扰动指数

1~2; 33~41层下部, 扰动完全消失; 遗迹于 41层中部

再现, 延续至 61 层, 扰动指数 1~3, 总体上看, 扰动

程度有所恢复但仍保持较低水平(图 3).  

换言之, 遗迹化石丰度在 24 层/25 层和 32 层/33

层之间发生了两次明显变化: 24 层之后扰动指数急

剧下降, 扰动指数从 1~5 级降低至 1~3 级; 32 层之后, 

较长时间内未发现生物扰动现象, 即使是 41 层中部

之后扰动现象再次出现, 其扰动指数再也没有超过 3

级.  

2.3  垂向扰动深度的变化 

16~24 层中造迹生物垂向扰动能力较强, 扰动深

度 5~40 mm, 以 12~22 mm 为主, 19 层中 Skolithos 潜

穴最深达 66 mm; 27~61 层中造迹生物以水平潜穴或

顺层游移为主, 垂向扰动能力低, 扰动深度 2~5 mm, 

以 2~3 mm 为主(图 3).  

3  遗迹化石两幕式变化对底栖生态系变化
的指示 

遗迹化石是生物在特定的环境中运动、觅食、居

住等各种生命活动的结果, 为生物过程和物理过程

相互作用的产物, 而且形成之后不再移动位置, 代表

原地埋藏环境, 因而具有指示动物生态习性和生活

环境的意义. 已有研究表明, 海相遗迹化石和遗迹组

构取决于底栖生物的分异度、个体大小、生态习性等, 

而这些主要受水深、盐度、含氧量、水动力条件、基

底性质、沉积速率、有机质供给、突发事件等因素的

影响[22]. 煤山钻孔研究结果显示, 遗迹化石的丰度、

分异度(扰动指数)及垂向扰动深度在二叠-三叠纪之

交发生了两次明显变化, 这与PTB上下的岩性差异无

关, 而是指示当时海洋底栖生物群落和海洋底层环

境(即底栖生态系)亦发生了两次急剧变化:  

第一次发生在 25~27b区间, 遗迹化石分异度和

丰度(扰动指数)骤然减少、相对复杂的分枝和结网系

统潜穴退出沉积记录、垂向扰动深度(特别是 24 层顶

之后)急剧下降. 分异度和丰度的减少反映出底栖生

物种类和数量的急剧减少 , 这与煤山剖面及相邻  

的黄芝山剖面实体化石研究得出的结果完全吻    

合[3,5,14,37,38], 与二叠纪末大灭绝第一幕发生的时间基

本一致. 另一方面, 扰动指数高(即丰度高)表明在该

遗迹组构发育时段内, 环境压力较小且环境长时期

稳定, 造迹生物有充足的时间对底层进行较强烈的

扰动; 反之, 扰动指数的骤然降低, 反应了环境压力

的增大, 如沉积物内含氧量降低、富含H2S等有毒物

质成分增加等[39]. 遗迹化石复杂程度和垂向扰动深

度的变化反映出造迹生物的生活空间从三维向二维

转变, 标志着底栖生态系由表生固着向表生游移的

重大转折. 这种生态习性的改变可能源于海洋底层

环境的变化, 如缺氧程度的增加(沉积物内缺氧严重

使得生物无法生存)、初级生产力降低(固定位置上小

半径内获取的食物无法满足能量代谢需求)及幸存物

种稀少而生态竞争骤然下降(无需为躲避天敌而深潜

于沉积物之内)等[40~42].  

第二次发生在 32 层与 33 层之间, 遗迹化石完全

消失. 也就是说, 随着海洋环境的进一步恶化, 躲过

第一幕灭绝打击的残存者及残存期的新生分子也遭

受灭顶之灾, 此时整个底栖生态系呈后生动物缺乏

而微生物泛滥之特异面貌[10]. 遗迹化石的此次变化

在时间上对应于二叠纪末大灭绝第二幕, 不过开始

层位(32 层顶)较实体化石研究结果(28 层顶)稍高. 随

后, 简单细小的Planolites自 41 层中部的再次出现并

延续至 61 层, 这与经历了两幕沉重打击后, 煤山剖

面及其他不同相区下三叠统剖面均显示以高丰度低

分异度的软体动物占据主导的生态系面貌一致[43].  

4  遗迹化石两幕式变化与其他环境标志的
对比 

二叠-三叠系界线附近的δ13C值大幅度负漂已为

较多学者所发现, δ13C的演化趋势不但作为全球二叠-

三叠系界线地层对比的重要标志, 而且对于研究古

生代-中生代之交生态环境演化、早三叠世生物复苏

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. 煤山剖面碳同位素存在两

次负漂[11,15,44]: 第一次负漂发生在 25~27b层, 与遗迹

化石的第一幕变化对应; 第二次负漂发生在 33~37 层, 

与遗迹化石的第二幕变化基本一致(图 5). 对于早三

叠世碳同位素快速的重大变化很难用目前已提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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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  煤山钻孔遗迹组构与煤山剖面碳同位素及蓝细菌变化对比模式图 

δ13C及C31 2-MHP 指数据文献[11] 

火山活动、甲烷水合物释放、有机质埋藏, 以及大洋

缺氧等任何一种单一突变事件进行有效解释, 因此

更有可能是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、共同演化的一个综

合反馈过程[15,45,46]. 早三叠世初遗迹化石的两幕式变

化与碳同位素的两次负漂相互吻合, 为生物与环境

协同演化提供了有力的证据.  

通过对煤山剖面上代表蓝细菌特征与踪迹的生

物标志物C31 2-MHP的测定结果表明, 二叠-三叠系

界线上下C31 2-MHP指数亦发生了两幕明显的变  化
[10,11,17]: 第一幕发生在 25~26 层, 与遗迹化石的第一

幕变化对应; 第二幕发生在 33~39 层, 与遗迹化石的

第二幕变化基本吻合(图 5). 目前, 对于造成二叠-三

叠纪之交蓝细菌繁盛的原因还不能完全确定, 目前

的解释有二叠纪末动物灭绝造成早三叠世后生动物

捕食压力降低[10,11]、陆地植被崩溃带来营养物质的大

量输入[10,11]、缺氧事件[44]以及强烈的火山活动造成营

养 元 素 的 急 剧 变 化 及 大 气 CO2 含 量 增 加 等 有      

关[17,42,46]. 但可以肯定的是, 蓝细菌和后生动物之间

相互依赖、相互制约、此消彼长, 地质历史上, 其大

量出现在还没有后生动物出现的前寒武纪以及显生

宙动物危机时期. 经历了显生宙最大灭绝事件的打

击, 早三叠世初蓝细菌的幕式繁盛与遗迹化石幕式

变化相互藕合, 表明遗迹化石亦可作为识别环境变

化的标志之一.  

煤山钻孔中二叠-三叠系界线附近遗迹化石所指

示的底栖生态系的两幕式变化与煤山剖面二叠-三叠

系碳同素、蓝细菌指示的陆地和海洋表层生态系统的

两幕式变化存在良好的对应关系. 虽然目前还不能

完全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造成这种变化的原

因, 但至少给我们两个重要启示: 其一, 古中生代之

交的生物危机是地球表层系统中各种生物事件和环

境事件长期积累的结果, 涉及海洋底层、海洋表层、

陆地等各种生态系统; 其二, 二叠-三叠纪之交环境

和生物的变化(即生态系变化)存在频繁波动性和长

期性.  

5  结论 

通过对煤山钻孔的研究, 初步得到以下结论:  

(1) 长兴期造迹生物的多样性与丰度均已达到

相当高的程度, 表现为长兴组和殷坑组底部遗迹化

石分异度和丰度均较高, 结构复杂, 生态习性多样, 

垂向扰动能力强. 不过, 遗迹潜管总体细小.  

(2) 二叠纪末的一系列环境恶化事件, 使得遗迹

化石在二叠-三叠纪之交发生了二幕式变化, 第一幕

发生在 25~27b 区间, 第二幕发生在 32 层与 33 层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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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, 且第一幕较第二幕剧烈, 两幕变化使得早三叠世

初的遗迹化石变得稀少单调, 且以简单细小、平行层

面的表生潜穴 Planolites 为主, 这种遗迹化石极其贫

乏和垂向扰动能力低下的现象指示了极低丰度、分异

度的生物面貌和二叠纪绝灭事件之后的高压力生态

环境.  

(3) 遗迹化石的两幕式变化与实体化石反映的

两幕式生物灭绝、碳同位素的两幕式负漂、蓝细菌的

两幕式泛滥之间存在良好的对应关系. 也就是说, 遗

迹化石作为反映二叠-三叠纪之交的生物和环境事件

的独特材料, 能够在研究古中生代之交生态系转变及

早三叠世生物复苏的过程与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.  

致谢 黄俊华、谢树成等老师提供岩芯资料, 郭刚参与了岩芯的观察与照相, 审稿人提出修改建议, 在此一并致谢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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